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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扰动对重金属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影响与
修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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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金属元素在自然界中主要分布于岩石和土壤当中，通过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进入其他圈层。 工业革命以后，矿物开采、冶

炼、农业等传统人类活动和电子产业、交通运输等现代人类活动的不断发展，增加了岩层中重金属元素进入环境的总量，还改变

了它们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迁移速率、方向、形态和生物毒性，进而增加危害人类健康的风险。 只有充分了解人类扰动下重金

属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新过程和新特征，才能抓住关键环节并且科学地建立高效可行的重金属污染修复方法与技术。 总

结了人类扰动及其引起的一系列环境变化对几种关键重金属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综述分析表明由于人类扰动增加

重金属源头释放并加速其在水中迁移速率，日后的修复工作应该着重于矿山、电子垃圾场等特殊区域的修复和监管并利用多种

修复方式联用遏制重金属在水体中的快速迁移，这为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的研究提供导向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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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一般指密度大于 ４．５ ｇ ／ ｃｍ３的金属［１］（例如 Ａｇ、Ａｕ、Ｃｕ 等），也包括部分类金属（例如 Ａｓ、Ｓｅ 等）。
工业革命以后，环境中重金属含量逐步增加［２］对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人类产生明显毒害作用，因此被人们

广泛关注。 自然中重金属元素主要存在于岩石和土壤之中，通过火山爆发、地热运动和风化侵蚀作用释放到

周围环境。 火山岩浆中含不同种类的重金属元素，这些重金属大部分存在于岩浆岩的残余岩浆中，其余部分

作为矿物或其他矿物的组成元素存在于沉积岩［２⁃３］。 且不同岩层中重金属含量存在差异，玄武岩中含有更多

的 Ｃｏ、Ｎｉ 等，相比之下花岗岩中重金属含量则较少［４］。
重金属通过不同的生物物理化学过程进入大气、土壤、沉积物、水体和生物体中。 大气中的重金属主要来

自于火山喷发、土壤、湖泊和开阔水域的排放（图 １）。 它以生物挥发、盐雾雾沫以及土壤粉尘［５，９⁃１０］ 的形式进

入，再通过大气沉降和干沉降向水体、土壤和生物中迁移［４⁃５，１１］；水体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岩石的风化和沉

积物的释放［４］，水中的重金属一般被生物吸收或是与颗粒、胶体结合进入沉积物［６］，然后通过生物挥发作用

进入大气［１２］；土壤中的重金属来自风化母体岩石［４， １３］，通过吸附解吸作用向沉积物、含水层迁移［１４⁃１５］，还通过

风化、胶体损失和生物挥发等过程进入大气［３］；此外，重金属元素通过呼吸、饮水（摄取水分）和食物链等方式

进入生物圈，最终随生物排泄物和遗体进入土壤，形成腐殖质回归环境［１６］。 人类扰动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这些过程［１７］，并且传统和现代人类扰动的影响又有所不同。
重金属来源复杂，在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中广泛分布且部分具有生物毒性，因此重金属污染修

复研究已经开展得较为深入［３， １７］。 但是行之有效的重金属修复方法应该考虑到人类扰动下重金属来源增加

过程和迁移转化的改变，评估重金属元素的来源、去向、迁移、转化以及毒性大小能够明确修复工作重点并提

供参考。 因此，本文将人类扰动对几种主要重金属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进行综述，并总结重金属污

染修复中应该抓住的关键环节。

图 １　 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简化示意图［５⁃８］

Ｆｉｇ．１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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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人类扰动下的重金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人类的生产生活将大量的重金属元素释放到环境当中（表 １）。 比起自然来源，因人类扰动排放的重金属

含量大且范围更广。 传统的农工业生产手段（如灌溉、施肥、喷洒农药、采矿和矿物加工）、现代农工产业（如
微电子产业、能源生产、化工产业）以及人类日常生活（如交通运输和废弃物排放焚烧） ［３，１９，２２⁃２３］，甚至由此引

起的全球变化都对重金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造成不同程度影响。

表 １　 部分重金属地壳含量与进入环境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金属元素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地壳中含量 ／ （Ｇｇ ／ ａ）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进入环境中的量 ／ （Ｇｇ ／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数据来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ｂ ３．５０×１０３ ２８４０ ［８］

Ａｓ ４．０１×１０１０ — ［１８］

Ｈｇ — ７０００—８０００ ［１９］

Ｃｒ — ２６３０ ［２０］

８８．４∗（河流） ［２１］

　 　 ∗Ｃｒ 进入环境中水体部分的含量

１．１　 传统人类活动对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

矿物产业和农业生产是主要影响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传统人类活动。 由于岩石和矿物层中蕴含

大量的重金属，因此金属矿相关产业对重金属的环境输入贡献相当大［１７］。 采矿、矿物加工（冶炼、精炼）过程

中产生的大量矿渣、废水和废气带有多种重金属元素，因为工艺水平不高、管理不完善，大量重金属随着矿物

“三废”释放到环境中。 矿相关产业的重金属来源具有以下特点：①在短时间内就能将高浓度重金属排放到

大气、水和土壤当中，而且是多种重金属混合的形式排放。 有色金属生产、矿山废弃物、粉煤灰、冶炼活动中可

产生大量的 Ａｓ、Ｐｂ、Ｚｎ、Ｃｄ［２２⁃２３］。 重金属除了大量存在于自身矿物外，还是其他矿物生产时的附属产物。 Ａｓ
以亚砷酸盐形式存在于金矿和银矿，还能存在于 Ｃｕ 和 Ｐｂ 精矿［２４］，Ｃｕ、Ｚｎ、Ｐｂ 矿中都含有大量 Ｃｄ［２５］，由此产

生多金属复合污染。 ②排放持续时间长，在关闭采矿场和矿物加工厂之后很长时间依然能够监测到重金属的

排放。 有研究发现矿山关闭后，尾矿坝受到风化的影响依然产生酸性矿山排水，水媒运输导致矿山下游一定

距离的土地受到污染，富含金属的粉尘则随风扩散［２６⁃２７］。 ③影响范围广。 Ｋｈａｓｋａ 等人［２６］ 对矿山周围环境中

的 Ａｓ 含量进行调查，发现矿山粉尘、废气烟雾和冶炼厂废气分散到周围环境的距离可达 １０ ｋｍ 甚至更远。 大

量矿山酸性废水渗入土壤、地下水增加重金属以溶解态在不同介质中迁移过程，例如水流过黄铁矿之后 ｐＨ
降低，影响重金属的溶解度并增加其流动性［２８⁃２９］。 除此之外，非金属矿的开采不仅直接释放重金属还能间接

影响重金属的转化，其中硫元素对重金属的迁移影响突出。 含硫矿物的开采和冶炼使得硫与重金属形成硫化

物，影响金属的转化、存在形态［３０］及其生物可利用率。 含硫化合物在重金属甲基化和形态转化过程中起到关

键作用，例如半胱氨酸影响 Ｈｇ、Ｃｄ、Ａｇ 甲基化过程［３１］，硫代硫酸钠能影响 Ｃｄ 的存在形态［３２］。
传统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等，也使得环境中的重金属含量大幅增加。 种植业中大量磷

肥的施用将 Ｃｄ、Ｐｂ、Ｚｎ 等重金属大量带入土壤［３，２３］；污水灌溉，从污泥、粪肥、河沙中提取的土壤改良剂也会

向土壤中释放大量 Ａｓ 和 Ｈｇ［４］；鱼养殖的一个例子表明鱼类数量过多、食物过量和使用防污化学物质方法不

当可使得鱼受到重金属的污染［３０］。 此外，农业生产过程产生大量腐殖质［３３］ 可增加环境中的可溶性有机物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ＯＭ），能够促进或抑制重金属的吸附过程。 重金属易与 ＤＯＭ 中的酸性位点（羧
酸和苯酚）结合形成复合污染物，这种稳定的络合作用可以直接加快重金属在水、土壤和沉积物之间的迁移

转化过程［３４⁃３５］。 魏宇轩等［３３］发现土壤中 ＤＯＭ 能够抑制 Ｐｂ 和 Ｃｕ 的迁移，而对 Ｚｎ 和 Ｃｄ 迁移起到促进作用。
污水灌溉带入大量有机物到土壤中，这些有机物的分解将过量消耗土壤中的氧气造成缺氧环境，从而降低土

壤氧化还原电位［３７］导致重金属形态结构发生转变，改变其生物毒性，例如在低氧化还原电位环境中 Ｓｅ 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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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硒酸盐［３８］。
１．２　 现代人类活动对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

随着探矿技术的发展和需求的增加，尤其是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电子产业的需求，现代矿山开采依旧兴

盛［３９］。 当雨水冲刷矿区堆砌土壤时重金属流失的量是自然土壤的数倍［４０］，径流和淋溶液中 Ｃｕ、Ｈｇ、Ｐｂ 含量

随着 ＮａＣｌ 的增加而增加，溶解态的重金属占比增加［４０］。 其他现代工业生产包括化工产业、电子制造业等生

产中煤的燃烧可以产生大量 Ｐｂ、Ｚｎ、Ｃｒ（Ⅵ） ［２３， ４１］，玻璃制造过程中排放大量 Ｃｄ［２２］，铅酸电池制造过程中排

放 Ｐｂ［４２］，氯碱工业是 Ｈｇ 的第三大人为排放源［１９］，这些工业废渣中也包含大量 Ｈｇ［４３］ 和 Ｃｒ（ ＩＩＩ） ［４４］。 这些人

类活动还增加环境中 Ｆｅ、Ｍｎ 的含量，二者氧化物与氢氧化物与重金属的吸附作用密切相关［４５⁃４６］，影响 Ｃｏ、Ｎｉ、
Ａｓ、Ｃｕ 和 Ｚｎ 的迁移转化［４７］。 除此之外，还能改变重金属生物毒性，使 Ｃｒ（Ⅲ）转化为更具毒性的 Ｃｒ（Ⅵ） ［４８］。

交通运输也是现代人类活动中重金属主要排放源之一［４９］，最直接的排放形式是燃烧化石燃料，轮胎磨损

也会释放一部分重金属［２５］。 同时也增加环境中 ＤＯＭ［５０］而影响重金属的迁移过程。 此外，家庭用品、废弃电

子产品和医疗废物的分类回收无法完全实施，大量重金属由此进入环境。 有数据显示，每投入使用 １ ｋｇ 的

Ｐｂ，就会有 ０．５ ｋｇ 的 Ｐｂ 流失到环境中［４２］。 垃圾填埋渗滤液和溢出气体也增加重金属释放［４３， ５１］，焚烧垃圾产

生的烟气中含有大量 Ｐｂ、Ｚｎ、Ｈｇ、Ｃｄ 等重金属［２３］。
现代人类生活污水、农村废水和工业废水的大量排放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严重，高浓度氮、磷影响重金属在

沉积物与水体、大气之间迁移和生物富集过程。 Ｍｇ２＋等阳离子随 Ｎ、Ｐ 营养元素进入水体后促进沉积物中重

金属元素释放［５２］，还因为水体缺氧而加速重金属从沉积物向大气和水体迁移［７］。 随着 Ｎ、Ｐ 营养物质增加，
藻类群落结构由单细胞硅藻向丝状藻类变化，生物对 Ｃｕ 的富集作用增加，而 Ｃｒ、Ｐｂ、Ｎｉ 则相反［５３］。

总的来看，金属矿产业和电子产业已经成为当下主要的重金属排放源，贡献远远大于自然排放［５］。 更加

广泛、复杂的人类排放改变或产生新的迁移转化过程并增加重金属的潜在毒性，水体参与了重金属在所有圈

层之间的迁移过程，是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载体，也是重金属迁移扩散的关键途径。
１．３　 全球变化背景下重金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１．３．１　 酸沉降

大量酸性气体的排放导致酸沉降的频繁发生，融雪和降水过程降低土壤 ｐＨ，从而增加重金属溶解度和流

动性。 酸沉降带入大量 Ｈ＋中和土壤中 ＯＨ－，导致重金属与其他阴根离子（ＳＯ２－
４ 、ＮＯ－

３ 等）结合改变土壤中重金

属形态，影响其在土壤中的吸附解吸过程［５４］，低 ｐＨ 值增加向水体释放重金属过程［５５］。 酸沉降还增加了种群

中耐酸个体数量［５６］，它们能积累更多重金属，尤其是耐 Ａｌ 和 Ｐｂ 个体［５７］。 同时，酸性环境中重金属甲基化也

会增加［５５］，进一步导致生物毒性增加。 虽然 ｐＨ 对重金属的形态和生物可利用性影响很大，但也有些金属对

ｐＨ 变化不敏感，Ａｓ、Ｃｕ、Ｃｄ 在 ｐＨ 变化梯度下生物可利用性变化不大，而在 ｐＨ 值为 ３ 时，Ｃｒ 和 Ｐｂ 溶解态含

量最高［５８］。
１．３．２　 臭氧层空洞与紫外辐射

强紫外辐射改变种群结构，导致不同重金属的生物利用率出现差异，进而影响重金属在生物体内循环过

程。 紫外辐射对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研究多集中于水环境，有研究表明紫外光下藻类吸附重金属能力

存在差异，在有浮游植物和紫外线条件下，水中 Ｃｄ 的含量下降，Ｃｏ 和 Ｐｂ 被浮游植物更多的吸收［５９］。 此外，
一些耐辐射种的增加能改变生物吸收富集和转化重金属的能力。 在自然光环境中，锰氧化细菌迅速分解 Ｍｎ、
Ｎｉ，使之在水中浓度也随之下降。 由于紫外条件增加有机物与 Ｆｅ 的结合，进而增加生物对 Ｆｅ 的吸收［５９］。 紫

外辐射还可以改变环境中 ＤＯＭ 的分布［５６］，继而重金属与 ＤＯＭ 的结合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整个迁移转化

过程。
１．３．３　 ＣＯ２排放与全球气温上升

一般来说重金属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加，但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不足以直接改变重金属的溶解度，
温度上升对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间接影响作用更为重要。 全球气温上升可以改变水体的溶解氧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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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重金属在水体中的迁移速率、存在形态和生物累积过程［６０］。 还有研究表明，大量 ＣＯ２被水体和土壤吸收

导致环境中碳酸根离子浓度增加［６１］，它们与可氧化态金属结合增加了环境中碳酸盐态重金属。 温度升高也

增加环境中 ＤＯＭ 含量，对重金属的迁移过程产生影响（见 １．１）。

２　 人类扰动下重金属污染修复

２．１　 土壤、水体、污泥和大气重金属修复现状

环境中重金属修复方法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壤和水体，污泥和大气重金属修复研究较少。 土壤中重金属主

要来源包括大气沉降、污水灌溉、污泥和固体废弃物、矿山废渣以及肥料农药，能够造成土地丧失生态功能、粮
食安全问题、地下水污染等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还能影响其他污染物的分解过程［６２］。 土壤重金属修复可以

分为原位温和修复、土地限制措施、原位或非原位强制修复［６３］。 主要手段包括：分离、固定、毒性降低、物理分

离和提取，其中土壤冲洗、土壤稳定化和固化、植物修复是可行性最高的几种方法［６４］，常用于土壤重金属污染

修复。
水体中的重金属主要源于人类的农业、工业活动、采矿和交通运输［３］。 重金属在水体内的存在形态多

样、持久［６５］，处理方法也比较繁杂。 目前，针对受污染水体的修复技术主要包括化学沉淀法（溶解金属的析

出）、吸附法、离子交换、絮凝和膜过滤过程如微滤、超滤和反渗透［６６］，沉淀法是国内处理高浓度污水最普遍的

修复技术，而对于低重金属浓度的水则使用吸附法和膜过滤。
污泥中重金属修复方法主要为生物淋滤、植物生物浸出和电动修复［６７⁃６８］。 大气重金属能够依靠植物吸

收修复，但源头控制是实际中较为常用的措施，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我国大力推广无铅汽油有效减少大气中重金属

含量［６９］。 相对于土壤和水体来说大气中的重金属离子对生物影响较小，因此修复研究也较少（表 ２）。

表 ２　 主要重金属污染区域污染修复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物理方法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化学方法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生物方法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关键过程 ／ 机理
Ｋｅ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土壤 Ｓｏｉｌ 矿山 客土填充、平整土地 土壤改良剂、螯合剂
本地植物与超级累植物，
人工林

植物萃取、吸收 ［７０⁃７１］

尾矿库 铺洒石灰、磷酸盐 ＥＤＴＡ、稳定剂
豆科植物或超级累植物，
添加复合菌剂或者接种
菌根真菌

植物吸收、固化 ［７２⁃７４］

电子垃圾场 黏土矿物 化学吸附剂
生物吸收、 富集、 转化、
矿化

化学吸附 ［７５］

农田 翻耕
化学清洗、固化剂、
电化学法

植物吸收、富集 植物吸收、富集 ［７６⁃７７］

水体 Ｗａｔｅｒ 矿山排水 — 酸碱中和沉淀，絮凝
剂，膜过滤

— 化学沉淀、絮凝 ［７８］

垃圾渗滤液 防渗层
沉淀、絮凝、渗透与
反渗透

植物吸收 化学沉淀 ［７９］

　 　 ＥＤＴＡ： 乙二胺四乙酸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ｄｉａｍｉｎｅ ｔｅｔｒａ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２　 不同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优缺点

根据修复手段可将重金属污染修复分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 物理修复包括冲洗、玻璃化、污
染区域的垂直和水平层包裹、电泳和透水屏障系统；化学修复包括溶解金属的析出、离子交换、絮凝、膜过滤

（如微滤、超滤和反渗透）、稳定化和固化；生物修复主要包括植物修复（植物萃取、植物根滤、植物挥发、植物

稳定）、微生物修复和动物修复［３］。 物理化学修复方法应用时间长，具有成效明显、修复快速等优点，但同时

也存在一些缺点［６３］（表 ３）。 较于物理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更多地考虑到生态系统整体恢复结果，它的应用更

有前景。 但是由于受立地环境和气候的影响较大、修复的效果具有不可控性［８０⁃８１］，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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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修复技术的研究热点。

表 ３　 重金属污染修复方法特点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修复方式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能耗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操作性
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周期
Ｔｉｍｅ

可控性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成本
Ｃｏｓｔ

是否产生
二次污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修复效果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物理方法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高 难 短 高 高 是

有效去除或者稳定重金属，对原
生态系统基质 结 构 造 成 较 大
破坏

化学方法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高 易 短 高 高 是

修复效率高，容易引入其他污
染物

生物方法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低 难 长 低 低 否

更加符合生态恢复的原则，但是
修复成效短期不明显

２．３　 人类扰动下重金属污染修复发展趋势

重金属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亟需寻找出有效修复方案减轻其对生命体的毒害。 重金属的生物毒性和生物

利用率取决于重金属的存在形态，因此修复方法的确定必须建立在环境背景值［４］、迁移过程和存在形态等信

息的基础之上［６３］。 由于重金属元素并非生物体所需大量元素，也并不能像某些无机元素能够被完全分解转

化为大气组成成分（例如反硝化作用将 ＮＯ－
３ 转化为 Ｎ２），现有的修复过程只是将重金属从敏感环境转移到非

敏感环境，或是通过改变其形态从高生物毒性状态转换成低生物毒性状态。 重金属污染的最终解决途径必将

回归到重金属的源头治理、迁移控制和回收利用。
当下的重金属污染更需要理化方法与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 虽然对于生态恢复而言生物修复是最佳选

择［８２］，但是重金属释放源头或是富集地区地形破坏严重、基质 ｐＨ 值过低、重金属含量高［７４］，生物在这样极端

环境中无法定殖，因而生物修复难以展开。 为了提供适宜定殖环境，充分结合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和手段，对
己发生污染区域进行客土覆盖、冲刷、化学稳定或固化重金属是矿区修复的关键环节。 除了降低重金属含量

之外，还应该考虑 ｐＨ 值、肥力、土壤板结程度。 生物修复中的植物修复研究相对成熟，而微生物修复在近几

年中发展迅猛。 除了已经探明的修复机制外（特殊代谢过程、体表比小等），微生物存在很多未知但发挥功能

的代谢途径［８３⁃８５］。 已有的研究表明植物的内生菌、根际微生物能够促进修复植物吸收和结合重金属［８６⁃８７］，通
过螯合作用降低重金属对植物的生物毒性［８７］，还能促进植物生长发育［８８］。 在增强地被覆盖的基础之上，发
挥植物⁃微生物系统对有毒有害元素的固定、稳定化作用，这些都要以挖掘微生物功能基因为基础［８２］。 根际

环境是当下重金属生物修复的研究热点，化学螯合剂和微生物联用能够增加植物对重金属的转运与吸收［８２］。
正在开采的矿山、大量遗留的尾矿库、垃圾填埋场是人类活动中主要重金属元素输出源头，扼制或阻断这

些区域重金属的迁移和生物放大过程是一个重要措施。 相较于土壤与沉积物，人为扰动显著增加重金属在水

体中含量和迁移速率［１５］，所以应重点关注矿山排水、垃圾渗滤液的处理，以及径流和周边的自然水体特

征［８９］。 在这一方面，高效快速固化、稳定或者去除重金属离子的化学修复，加以水生生物［９０］ 为辅助修复的方

案行之有效。 在管理上更应加强对源头区域和场所重金属污染的监控，如矿区、冶炼区、电子垃圾拆解场地、
垃圾填埋场、污水厂，尤其是小规模作业场所［１５］，重点关注排放的污水是否达到排放标准、周边水体重金属含

量是否在安全范围、产量或者接纳量是否超过处理负荷，降低底泥释放重金属过程。
根据人类扰动对重金属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其修复机理研究还应该关注空气污染、水体污染、

土壤污染及其对重金属污染的复合影响机制。 此外，虽然全球气候变化对重金属污染影响不明显但其持久作

用与协同机理仍然值得探究。

３　 小结与展望

人类扰动增加了重金属源并加快了重金属进入环境的过程，大量金属元素以非自然过程进入大气（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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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燃烧、水体溢出）、土壤（大气沉降、凋落物、污水灌溉）、水（污水，采矿，大气沉降），以及部分生态敏感区

域（例如，永久冻土［９１］、冰川、极地等），导致环境中的重金属含量远远高于背景值［４］。 人类生产生活改变环

境因子（理化条件）和生物因子，从而间接影响重金属元素通过水体向环境和生物体的迁移转化。 此外，人类

扰动还改变碳、氮、磷、硫循环，间接作用于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各种元素在生物体内的丰度相互影

响［９２］，这些必需元素的含量改变直接影响重金属在生物圈的循环过程。 最后，全球变化问题也影响重金属的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这种影响虽然不明显，但是其长期且潜移默化的改变值得我们重视。
根据人为扰动对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现今和未来一段日子重金属修复重点应多集中于：①

采矿、选矿过程和电子废弃物堆砌是使重金属进入环境的主要人类活动［４，３９］。 为了减少岩层中重金属向环境

释放，矿山修复和电子垃圾的回收利用应被当作重金属污染修复的根本；②水作为重金属迁移转化的重要载

体［９３］，控制水中重金属含量则可以避免污染的扩大。 水体重金属污染修复是减少重金属污染扩散的关键环

节，应以高效的化学修复为主，植物修复为辅；③根据立地环境选择复合修复方法，深入开展物理、化学、植物

和微生物修复方式联合修复机制研究。
此外，在了解和掌握不同修复方法的施用条件和污染环境中重金属的迁移转化过程，才能抓住关键的修

复重点，在根源上有效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９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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